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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斯密动力的新视角探究李约瑟之谜，通过构建“资本—人口—技术—制度”作为分析

近代中国斯密动力不足的框架，在此基础上从工业生产、城市经济和海外贸易等方面剖析李约瑟之

谜的成因。 斯密动力不仅能很好地解释李约瑟之谜，而且还能为新时期我国推进经济转型发展提

供新启示，如应从所拥有的本土市场规模优势出发，将之根植于产业创新、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对外

贸易发展中，促使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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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增长，从

１９７８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我国实现了年均 ９􀆰 ３９％的增长

速度，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

入国家的转变［１］。 然而，伴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常

态，中国将以何种方式实现转型发展，对于未来特别

是下一个 ３０ 年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近代以前，中国一度在科学发现、技术创新、

生产率提高、工业化程度和财富创造等方面占据领

先地位，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经济［２］。 然而，至近

代之后，这种领先优势突然被西方国家所抢占，中国

自此也陷入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发展停滞困境，直至

１９４９ 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才逐渐恢复，并在赶超中

发展壮大。 那么，为什么到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会

一蹶不振而西方国家却异军突起？ 这种历史演进的

作用机制对新时期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有何启示？ 笔

者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从新的视角探究李约瑟之

谜，希冀能为转型升级下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

供更多的借鉴和参考。

二、李约瑟之谜的现实表述

英国学者李约瑟曾提出：“为什么直到中世纪

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
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这段话所描述的难题

被称为李约瑟之谜。 后经不同引申，形成了“工业

革命为什么发生于西欧而不是中国” ［３］，或中国和

西欧的经济发展分流乃至中国为什么从前现代时期

的发达变为近代的相对不发达等议题。
对于李约瑟之谜，早在 １８ 世纪，斯密在《国富

论》一书中就进行了先见性的描述，即“中国一向是

世界上最富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

止于静止状态。 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

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

·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４］６５德国

学者弗兰克也指出：“如果说在１８００年以前有些地

区在世界经济中占支配地位，那么，这些地区都在亚

洲。 如果说有一个经济体在世界及其‘中心’等级

体系中占有‘中心’的位置和角色的话，那么，这个

经济体就是中国。” ［５］ 可见，在近代之前，中国在世

界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从表 １ 中也

可看出。 在对古代科学技术的统计中，中国占据了

整个世界科学技术创造次数总额的一半还多，但到

了近代，尤其是在 １８００—１８９９ 年，中国的科技水平

陷入了低谷，发明创造次数仅占世界的 ０􀆰 ３４％。 这

个曾经极度辉煌的古老国家，在近代科学革命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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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变得无声无息，与科学革命所带来的快速发展

的机会也失之交臂［３］。 西方国家得益于科学革命

的成果实现了经济起飞，最终完成了经济现代化，而

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却由盛到衰，大大落后于西方国

家［２］。 这期间的巨大反差不仅描述了李约瑟之谜，
其内在原因更值得进一步思问。

表 １　 各个时期中国与一些主要国家的科技发展情况比较

古代科学技术 近代科学技术

公元 １—１４９９ 年 １５００—１７９９ 年 １８００—１８９９ 年 １９００—１９３９ 年

次数 ％ 次数 ％ 次数 ％ 次数 ％

世界总计 １５７ １００􀆰 ００ ３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５８７ １００􀆰 ００ ６８０ １００􀆰 ００

中国 ８６ ５４􀆰 ７８ １３ ４􀆰 ３３ ２ ０􀆰 ３４ ８ １􀆰 １８

前苏联 ６ ２􀆰 ００ ２９ ４􀆰 ９４ ４０ ５􀆰 ８８

美国 ２ ０􀆰 ６６ ５５ ９􀆰 ３７ ２１１ ３１􀆰 ０３

日本 ７ １􀆰 ０３

德国 ３ １􀆰 ９１ ４２ １４􀆰 ００ １７３ ２９􀆰 ４７ １３０ １９􀆰 １２

法国 ７２ ２４􀆰 ００ １００ １７􀆰 ０７ ３５ ５􀆰 １５

英国 ２ １􀆰 ２７ ７５ ２５􀆰 ００ １３０ ２２􀆰 １５ ９５ １３􀆰 ９７

印度 ３ １􀆰 ９１ ２ ０􀆰 ２９
　 　 资料来源：《自然科学大事年表》编写组．自然科学大事年表［Ｍ］．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 李京文，方汉中．国际技术经济比较：大国的
过去、现在和未来［Ｍ］．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１９９０：１８．

　 　 中国被欧洲赶超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次“蛙
跳”。 这种赶超不仅表现在技术方面，也体现在福

祉上。 据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在近代不论是从 ＧＤＰ
总量还是人均 ＧＤＰ 的增长态势来看，均由领先变为

落后。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欧洲 ＧＤＰ 从 １８２０ 年占

世界比重的 ２６􀆰 ６％迅速上升到 １８９０ 年的 ４０􀆰 ３％，人
均 ＧＤＰ 年均增速从 １７００—１８２０ 年的 ０􀆰 ２２％增加至

１８２０—１９５２ 年的 １􀆰 ０３％，而中国在整个近代史经济

发展中一直停滞，人均 ＧＤＰ 在 １８２０—１９５２ 年间甚

至还下降了，同期 ＧＤＰ 占世界的比重则从 ３２􀆰 ４％下

滑至 ５􀆰 ２％［６］。
中国在古代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强国，到了近代

却日渐衰落，形成这种鲜明反差的历史变迁或龟兔

赛跑式的结局，必然有其缘故。 明晰这其中的内在

原因，对于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

现实意义。

三、斯密动力不足下李约瑟之谜的新解分析

１． 斯密动力的概念阐析及不足表现

关于如何破解李约瑟之谜，国内外学者给出了

不同的答案，如资本积累假说［７］、战争论［８］ 和市场

化改革论［９］ 等。 这些假说为破解李约瑟之谜提供

了很好的研究基础。 但与之不同的是，笔者的切入

点来源于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论述的关于劳动分

工与市场规模之间作用关系的新视角，即“斯密动

力”也即“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

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

的限制” ［４］１６。
从斯密动力分析中国近代衰弱、西方强盛的原

因，也正符合李约瑟本人的意愿。 １９６３ 年李约瑟在

《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指出：“直截了

当地说，无论谁要阐明中国社会未能发展近代科学，
最好是从说明中国社会未能发展商业的工业资本主

义的原因着手” ［１０］。 而要追究“中国社会未能发展

商业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因”，比较有效的方式就

是去探讨影响“商业的工业资本主义”未能发展起

来的最直接的原因，与之关系最密切的莫如斯密所

阐述的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的关系，即斯密动力。
由定义可知，斯密动力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市场

规模的狭小与分工的弱化，这在中国近代已表现出

较为明显的趋势。 如表 ２ 所示，在晚清，中国国内市

场商品量的增长已十分有限，尤其是在 １８６９—１８９４
年的 ２５ 年中，年均增长率不到 １％；同样，进口洋货

净值的增长也十分缓慢，其占全部商品份额的比重

在大多数年份中都只有 １０％左右。 这与 １３ 世纪马

可·波罗所观察到的景象大相径庭。 国内市场的萎

靡导致很多商品交易无法通过市场交换实现，也致

使潜在的消费欲望无法通过市场交易实现，束缚了

国内产业分工的创造性；而分工的遏制又反过来限

制了市场规模的拓展，使市场交易仅限于狭小的空

间内，缺乏向外延展的动力。
２． 制约斯密动力的因素分析

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中斯密动力的不足，受到诸

多因素的制约。 笔者遵循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

框架，从资本、劳动、技术及制度 ４ 个维度剖析中国

近代斯密动力不足，以更好地破解李约瑟之谜。
（１）资本

扩大市场规模需要资本的支撑，然而，晚清政

府在天朝上国心态的作用下，实施了闭关锁国政

策，严格限制对外贸易，这样就很难从外部获得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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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积累。 相反，外国列强通过不平等贸易，将大量

白银运往本国，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原始积累。
概略统计，西方列强索要的主要赔款大致有：《南

京条约》英国索赔２ １００万（银）元；《北京条约》英

法两国各索赔 ８００ 万两；《马关条约》日本索赔 ２
亿两，另加“赎辽费” ３ ０００万两；《辛丑条约》各列

强共索赔 ４􀆰 ５ 亿两，分 ３９ 年付清，年息 ４ 厘，本息

合计 ９􀆰 ８２ 亿两［１０］ 。 美国学者罗兹曼等人说：“在
义和团事件之后的年代里，中国每年偿还外债的

数字是４ ２００—４ ３００万两白银。 此数几乎占到中

央政府微薄收入的一半，超过了 １００ 年前清廷的

全部岁入。” ［１１］由于财政入不敷出，晚清政府只得

变本加厉搜刮民脂民膏，挤出民间资本，阻滞商品

贸易。 同时，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创立者或是市场

化推进者的商人，也没有树立起将资产变为资本

的经营理念。 据统计，１９ 世纪中国的“绅士”约占

总人口的 ２％，却获得了约 ２４％的国民收入［１２］ ，但
这些巨额财富并没有被转化为资本，而被用于奢

靡消费或是维护裙带关系。 这种官商勾结、缺乏

冒险的“企业家精神”很难发挥资产的资本功能，
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表 ２　 近代国内市场商品量估计及年平均增长率

近代国内市场商品量估计（亿两）

年份 １８４０ １８６９ １８９４ １９０８ １９２０ １９３６

国内生产商品 ５􀆰 ２５ ８􀆰 ５３ １０􀆰 ８６ １７􀆰 ６０ ６４􀆰 ０５ １１６􀆰 ５５

进口洋货净值 — ０􀆰 ７５ １􀆰 ８１ ４􀆰 ３９ ８􀆰 ４９ １１􀆰 １６

全部商品 ５􀆰 ２５ ９􀆰 ２８ １２􀆰 ６７ ２１􀆰 ９９ ７２􀆰 ５４ １２７􀆰 ７１

年均增长率（％）

年度 １８４０—１８６９ １８６９—１８９４ １８９４—１９０８ １９０８—１９２０ １９２０—１９３６

国内生产商品 １􀆰 ６９ ０􀆰 ９７ ３􀆰 ５１ １１􀆰 ３７ ３􀆰 ８１

进口洋货净值 — ３􀆰 ５９ ６􀆰 ５３ ５􀆰 ６５ １􀆰 ７２

全部商品 １􀆰 ６９ １􀆰 ２５ ４􀆰 ０２ １０􀆰 ４６ ３􀆰 ６０
　 　 资料来源：吴承明． 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Ｍ］．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１：３０３．

　 　 （２）劳动

劳动是形成斯密动力的主体。 然而，当我国在明

清之前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进入快速发展的临近状

态时，又再一次陷入了此陷阱。 据葛剑雄［１３］估计，在
清代以前，中国的人口一直在 ０􀆰 ６ 亿～１ 亿间徘徊；但
经过清代的“人口奇迹”，在 １９ 世纪中叶已经达到

４􀆰 ５ 亿。 维持如此巨大的人口，需要农业生产的大力

改进，而我国历朝历代都有重农抑商的传统，晚清政

府也不例外。 这就导致大部分劳动力被挤压和束缚

在有限的土地上，出现过少的土地资源支撑过多的人

口增长的悲观情景，使广大劳动人民只为生存而劳

作，没有剩余劳动力去发展手工业或商品经济，挤出

了工业尤其是商业的发展空间。 同时，清王朝也“把
‘男耕女织’的分工推崇为巩固家庭的基础” ［１４］１０５－１０６。
这种“高农业水平，高人口增长和低工业水平”的高

水平陷阱［１５］，使得近代中国无法形成专为商品经济

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本，也使得分工难以深化，限制市

场规模拓展。
（３）技术

技术作为斯密动力的核心体现，在晚清突然落

后于西方，其中的原因也正是李约瑟的直接发问。
从与市场规模的关系来看，先进的技术能够促进分

工深化，因而也能扩大市场规模。 晚清政府为了维

护皇权统治，加大了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控制，将科举

制度推行到了极致。 “科举制度所提供的特殊激励

机制，使得有天赋、充满好奇心的天才无心学习数学

和可控实验等对科学革命来讲至关重要的人力资

本，因而，对自然现象的发现仅能停留在依靠偶然观

察的原始科学的阶段，不能发生质变为依靠数学和

控制实验的现代科学” ［６］。 这种低水平的重复劳作

难以深化分工与激励创新，使市场交易仅局限在一

个狭小的地域内。 而在民间，“士农工商”的社会等

级会影响社会精英的职业选择。 在那时，官员从各

种意义上都是最荣耀、最有回报的职业，以至于传统

中国社会把做官看成是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捷径［１６］。
（４）制度

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对我国近代商

品市场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建朝至清

朝，中国实行的都是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主义，这
种官僚体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阻滞作用，李约瑟曾

这样分析过：中国“官僚体制”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维

护官僚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
这种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

之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１０］。 中国的官

僚体制最初非常适宜于科学的成长，但它阻碍了重

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所以它没有能力把工匠们的

技艺与学者们发明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在一

起。 因此，在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不仅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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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伍了，而且根本就没有发展的这种可能性。 同时，
在这种官僚体制下，财产所有权没有得到应有的尊

重和保护，不顾“内在的公平”，只顾维持血缘关系、
社会身份和道德品质所支撑的社会等级制度的思

想，从而扼杀了社会的商业动机［１７］；官僚和豪绅们

也“阻止着那种欧洲模式的独立的工商业资产阶级

的出现。 （在这种官僚体制下）企业活动是没有安

全保障的。 任何有可能牟利的活动都受制于官僚的

盘剥” ［１８］。 在这种官僚体制下，中国新兴的资产阶

级很难产生，而且容易导致制度内卷。

四、斯密动力不足的经济影响及现代启示

１． 会制约工业生产能力，应向产业中高端发展

中国近代斯密动力的不足会直接导致工业生产

的落后。 如美国学者费维恺所言，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前的几十年中，中国尚未像日本那样由一个农业

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国，不过也有了一些工业化的成

果，但规模有限，大约相当于日本发生巨变的明治维

新时代［１９］。 由于近代中国市场规模狭小，使得人们

难以获得足够多的就业机会与收入保障，生活消费

也仅限于必需品，导致很多产品无法在市场上变化，
阻滞了中国工业生产的发展。 据 Ｂａｉｒｏｃｈ［２０］５８－５９ 估

计，从 １７５０—１９００ 年，中国在世界上的工业生产相

对份额是递减的，从占近 １ ／ ３ 一直衰减到 １ ／ ２０ 左

右，美国，则从只有千分之一跃迁到近 １ ／ ４。 再从人

均工业化水平来看，中国 １７５０ 年的人均工业化水平

为 ８，到 １９９０ 年变为 ３，降幅为 ５；而美国，从 １７５０ 年

的 ４，发展到 １９００ 年的 ６９，增幅达 ６５。 这种巨大的

反差表征了在近代，中国相对狭隘的市场规模严重

束缚了工业生产能力的进一步发展，进而也就束缚

了工业生产能力的拓展，并在无形中与西方国家形

成了巨大的“发展鸿沟”。
到了现代，经过改革开放近 ４０ 年的发展，尽管工

业生产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形成了完备的工业体

系，“中国制造”也享誉全球，但是我国大部分工业产

品依然处在全球价值链的底端，工业生产也面临因人

口红利消逝、资源供给短缺等而导致的转型升级困

境。 对此，必须为我国工业发展寻找到一条适宜的道

路，以更好地适应美国“再工业化”、德国工业 ４􀆰 ０ 等

发展要求，契合我国“制造业 ２０２５”的发展目标。 为

此，可将我国所拥有的市场规模优势内生化于产业发

展中，通过引导更多的人物财投向实体经济，藉此发

挥斯密动力所蕴含的技术创新效应，并在互联网技术

革命和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创生的耦合作用下，不断扩

大我国工业生产规模，实现产业中高速发展，进而推

进产业创新和结构优化，加快我国产业发展的提档升

级和向中高端迈进。
２． 会限制城市经济发展，应向新型城镇化迈进

斯密动力的不足，会限制城市经济的发展。 据麦

迪森［２１］的统计，在 １５００ 年以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在

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也就是说当其他地方可能还是

原始的村落时，中国就存在着城市的踪影了。 然而，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城市发展并没有就此保持良好的

发展势头，从公元 １５００—１８２０ 年这 ３２０ 年里，几乎处

于停滞状态，而从 １８２０—１８９０ 年这 ７０ 年中，城市化

率也只上升了 ０􀆰 ６ 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其他国家，
如日本，特别是西欧，其城市化率到 １９ 世纪末已基本

达到了 １ ／ ３。 希腊全境的城市化水平在古典时期就

高达 ２０％－３０％，分别为中国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和 ９０
年代的水平［２０］１２１－１２２。 当时中国城市化的严重倒退，
与政府长期实施的重农轻商政策不无关系。 对农民

的好感远超过对无产者，这就导致“大规模的趋向于

资本的移民也是难以想象的。 而在欧洲，制度对追求

土地的干预相当多，对追求受雇于充裕资本的干预则

非常少” ［１４］１０２－１０３。
当前，虽然我国城市化建设取得了快速发展，

２０１４ 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 ５４􀆰 ７７％，但是城市

发展依然面临诸多困境，其中比较凸显的一个矛盾

是城市化更多的是土地的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
片面地追求城市发展规模而非城市发展质量。 对

此，不论是十八大还是十八届五中全会，都非常重视

新型城镇化建设，都将城镇化作为新时期保持我国

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着力点。 为此，在新型城镇化

建设过程中，可以通过发挥我国所蕴含的市场规模

优势，在打破户籍制度藩篱和突破城乡差别化发展

障碍的条件下，在科学的城市规划和合理的城镇布

局指引下，借助斯密动力，由点成线、由线及面地形

成集聚经济和范围经济，为我国城市的有效扩展与

蔓延提供内生动力。
３． 会束缚海外市场拓展，应向新开放经济转变

不断扩张的、整合的市场规模有利于海外贸易

的发展。 伴随着更多殖民地的建立，西方国家贸易

渐趋由大陆时代走向海洋时代。 然而，晚清政府却

“没有使用武力推动中国的海外商业，尽管那里的

利润率可能高得异乎寻常。 清政府……对定居海外

的中国人表现出冷淡或敌意，而后一种人对建立贸

易基地或殖民地至关重要。 任何中国政府都不会许

可以中国为基地的私人武装贸易的发展。 清王朝在

１６８０ 到 １７６０ 年间大约使中国的面积增加了一倍，
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中亚，而中亚对沿海商业几

乎没有利害关系。 因而，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现代早

期欧洲彼此竞争的国家相比，更不利于一个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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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部门的发展” ［１４］１０４。 而且，清政府沿袭了

明王朝的海禁政策，对海外贸易实行严格控制，这就

更加遏制了市场规模和海外市场的扩展。
现如今，虽然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快速发展，

据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３ 年中国货物进出口 ４􀆰 １６ 万亿

美元，增长 ７􀆰 ６％，一举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

国，也是首个货物贸易总额超过 ４ 万亿美元的国家，
创造了世界贸易发展史的奇迹”，但是我国外贸结

构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困境，缺乏新优势的支撑。 对

此，按照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丰富对外开放内

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新要求，可以将我国所拥

有的市场规模优势根植于对外贸易发展中，通过发

挥本土市场效应，在“互联网＋”和跨境电子商务的

作用下，拓展贸易渠道，激活贸易增量，并借助市场

规模这一新优势，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全面提升开放

型经济水平。

五、结　 语

笔者从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相互作用的一个新

视角，即斯密动力，分析了导致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

原因，即李约瑟之谜，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

形成的资本、劳动、技术及制度等会制约斯密动力的

增进，而在有限的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的作用下，又
难以对工业生产、城市经济和海外贸易等产生积极的

促进作用，因而导致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落后。
现阶段，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

ＧＤＰ 已增至７ ８００美元左右，但仍然存在着诸多问

题，致使斯密动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也影响了经济

转型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对此，一方面针对当前经

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实体经济资本短缺、劳动力

跨区域流动困难、城市发展缺乏效率等困境，要破解

发展难题、打开发展局面，通过进一步加强资本引

导，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多资金支持，通过打破市

场分割、户籍限制、行政垄断等痼疾，增强区际的交

流合作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为扩展斯密动力创造更

多的拓展空间；另一方面，针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

所出现的传统要素禀赋优势渐趋消逝而导致发展动

力不足的现实困境，要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

势，可遵循十八大所提出的将“扩大国内市场规模”
作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基点以及十八届五

中全会所提出的“培育发展新动力，释放新需求”的
发展理念，将本土市场规模作为优化出口产品结构、
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新优势和新动力，使斯密动力

内生化于经济增长中，为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
引领新常态提供新的动力支撑和发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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